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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: 无论是从创作实践还是从理论而言 , 豪放词都只是以婉约为正宗的词坛“ 别格”或“ 变体”。导致这一

“ 正变”观形成的主要原因除了词传播性质的决定性影响之外 , 与豪放派词学理论的缺失和群体传播力量的薄弱有

直接关系 ; 南宋格律派词人则上承北宋大晟词派 , 创作上以“ 结社”唱和等为主要途径形成了强大的群体传播力量 ,

理论上则通过群体讨论等方式建立了系统、丰富的词学理论 , 最终奠定了婉约词在词学发展史上的正统地位 , 以群

体影响的力量成为当代和后世词创作与理论奉行的圭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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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词坛除了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人群

体以外, 最重要的就是以姜夔、吴文英、史达祖、张炎、

王沂孙等人为代表的风雅派词人群体, 又称为格律派

词人群体。南宋的格律派词人群体可以溯源到北宋周

邦彦, 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北宋大晟词派与以姜夔为代

表的南宋风雅词派遥相呼应, 共同奠定了格律派在宋

代词坛的牢固地位。本文试就格律派词人的群体传播

对词学走向的决定性影响来进行一些探讨。

一、从大晟词派到风雅词派———格律

派词人群体地位的形成与奠定

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群体与以姜夔为代

表的风雅派词人群体分属北、南宋 , 在时间上间隔了

约一百年, 但这两个群体能被归属到同一个群体———

格律派———其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两个群体拥

有某些共同的规范:

北宋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派和南宋以姜夔

为代表的风雅词派, 因深谙词之声韵, 作词严守音律 ,

并致力于创制新调, 因此各有格律词派之称。[1](264)

显然, 这两派词人群体中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严守

音律, 自制新调。不仅周邦彦本人能自度曲, 且其以大晟

乐府相号召, 聚集了一批善解音律的同道中人。

大晟词派主要是通过共同规范的创作活动和大

晟乐府“ 垄断式”官府音乐机构的特殊力量来对群体

内成员进行约束 , 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 , 并且使

群体的影响超越“ 群体的存在”, 进而影响到整个北宋

中后期词坛的“ 态度”, 其影响力甚至一直波及到南宋

的风雅词派以及清代词坛。大晟词派的群体影响首先

是通过群体成员的创作活动来完成的, 以周邦彦、万

俟咏等为核心的大晟词人创作活动的主要特点一是

守律, 二是制曲, 三是崇雅; 而大晟乐府作为官方音乐

机构, 相对民间自发的流传更具备权威性和影响力 ,

个人才力与官方助力相结合的群体影响往往更加深

广、更加不可抵挡 , 对于接受者态度的改变也更加有

说服力, 这也是为什么豪放词在苏轼以后的北宋词坛

后继乏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从南宋风雅派词人主将的词作中亦可见到大晟

词派的深远影响:

越中山水幽远。予数上 下 西 兴 、钱 清 间 , 襟 抱 清

旷。越人善为舟, 卷篷方底, 舟师行歌, 徐徐曳之 , 如偃

卧榻上, 无动摇突兀势, 以故得尽情骋望。予欲家焉而

未得, 作徵招以寄兴。徵招、角招者, 政和间 , 大晟府尝

制数十曲, 音节驳矣。予尝考唐田畸《 声律要诀》云: 徵

与二变之调, 咸非流美, 故自古少徵调曲也。徵为去母

调 , 如黄钟之徵 , 以黄钟为母 , 不用黄钟乃谐。故随唐

【 文艺论丛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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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谱, 不用母声, 琴家无媒调、商调之类。皆徵也 , 亦皆

具母弦而不用。其说详于予所作《 琴书》。然黄钟以林

钟为徵 , 住声于林钟。若不用黄钟声 , 便 自 成 林 钟 宫

矣。故大晟府徵调兼母声, 一句似黄钟均 , 所以当时有

落韵之语。予尝使人吹而听之 , 寄君声于臣民事物之

中, 清者高而亢, 浊者下而遗, 万宝常所谓宫离而不附

者是已。因再三推寻唐谱并琴弦法而得其意。黄钟徵

虽不用母声, 亦不可多用变徵蕤宾、变宫应钟声。若不

用黄钟而用蕤宾、应钟, 即是林钟宫矣。余十一均徵调

仿此。其法可谓善矣。然无清声 , 只可施之琴瑟 , 难入

燕乐。故燕乐阙徵调 , 不必补可也。此一 曲 乃 予 昔 所

制, 因旧曲正宫齐天乐慢前两拍是徵调, 故足成之。虽

兼用母声 , 较大晟曲为无病矣。此曲依晋史名曰黄钟

下微调、角招曰黄钟清角调。( 姜夔《 徵召·序》) [2](2182- 2183)

可见, 姜夔对大晟乐律是有过精深之研究的 , 据

传杨缵还曾著有《 圈法周美成词》一书。这说明 , 以周

邦彦为首的大晟词派的群体影响不仅仅是共时性的 ,

更是历时性的, 群体传播的效应对词学界的影响由此

可窥一斑。

虽然南宋风雅词派创作遵循的规范与北宋大晟

词派一脉相承, 但并不仅仅只是大晟词派的沿袭。相

比北宋的大晟词人群体而言, 南宋风雅派词人群体有

这么几个独特的地方:

其一 , 大晟词派是以官方音乐机构为轴心 , 风雅

词派却源于文人自发形成的词社、吟社;

其二 , 大晟词派适应的是北宋承平盛世“ 征歌选

舞”的风气, 风雅词派虽然也有莺歌燕舞、良辰美景相

伴 , 但群体内部的词人多布衣才士 , 况且经历过靖康

之耻这样难以磨灭的伤痛, 因此风雅派词人在吟风诵

月之余 , 家国身世之慨多寓于比兴寄托之中 , 词风遂

转为温婉悲凉;

其三 , 最重要的一点是 , 大晟词人群体虽然也常

聚集在一起精研律吕 , 互相唱和 , 惜无系统的词学论

著传世 , 在词学理论方面留下了空白。风雅派词人除

了频繁结社唱和之外 , 于词学理论亦多有建树 , 且其

理论对后世的词学影响深远。因此, 在词史上 , 大晟派

词人除周清真外, 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创作对后世并未

造成多大影响, 而风雅派词人群体的影响则远远超过

大晟词人群, 这与他们不仅在创作上互相唱和有关 ,

也 与 他 们 对 于 词 学 批 评 的“ 群 体 讨 论 ”( group

discussion) 密不可分。通观张炎《 词源》、杨缵《 作词五

要》、沈义父《 乐府指迷》等理论著作可以发现, 他们的

理论在大方向是一致的: 严守音律, 推崇风雅。如周密

的《 浩然斋词话》在谈到杨缵时说:“ 洞晓律吕 , 尝自制

琴曲二百操。又常云 :‘ 琴一弦 , 可以尽曲中诸调。’当

广乐合奏 , 一字之误 , 公必顾之。故国工乐师 , 无不叹

服, 以为近世知音无出其右者⋯⋯所度曲多自制谱 ,

后皆散失。”[3](227)张炎的《 词源》亦云:“ 周草窗、施梅川、

徐雪江、奚秋崖、李商隐, 每一聚首, 必分题赋曲。但守

斋持律甚严 , 一字不苟作 , 遂有《 作词五要》。观此 , 则

词欲协音, 未易言也。”[3](267)

南宋末年的风雅派词人组成的词社即以杨缵为

首 , 周密的词序中就曾多次提到他 , 因此这一派词人

的理论多遵循杨缵所授。如陆文圭《 词源后跋》曰:“ 西

秦玉田张君, 著《 词源》上下卷, 推五音之数 , 演六律之

谱 , 按月纪节 , 赋情咏物 , 自称得声律之 学 于 守 斋 杨

公、南溪徐公。”[3](269)张炎《 词源》最为推崇风雅词派的

领袖姜夔 , 他自己所作也以姜夔为本 , 如竹西词客江

藩《 词源后跋》云:

玉田生词与白石齐名 , 词之有姜张 , 如诗之有李

杜也。姜张二君 , 皆能按谱制曲 , 是以词 源 论 五 音 均

拍, 最为详赡。[3](269)

沈义父的《 乐府指迷》也出于风雅派词人的另一

主要人物———吴文英。吴梅《 乐府指迷笺释序》就曾指

出:“ 沈氏词学, 固得诸翁、吴昆季。又云:‘ 凡作词当以

清真为主。’又云 :‘ 梦窗深得清真之妙。’是明以君特

接武清真。近半唐、 村辈 , 揭橥正鹄 , 历梦窗以达清

真, 实胎原于沈氏。”[4](981)

从北宋的大晟词派 , 到南宋的风雅词派 , 宋代格

律派词人群体终于完成了创作和理论双方面的任务 ,

其一脉相承的音律论, 从大晟派词人的温厚和雅到风

雅派词人的醇正骚雅, 至此格律派在宋代词坛的地位

已经牢不可破, 而从《 花间》以来奠定的词之“ 婉”也经

由格律派词人之手最终达到“ 婉约”的境界, 成为词史

由始至终颠覆不破的主旋律。

格律派词人以其辉煌的创作和严密的词学理论

系统成为后继者奉行的圭臬。在清代词学理论的全盛

期 , 无论是清初的云间派 , 还是清代中期的浙派和常

州派, 直至晚清四大家, 虽然主张各异, 其追捧的词人

与流派都属于格律派词人群囊中所有。例如云间陈子

龙特崇“ 周( 邦彦) 、李( 清照) 诸君”; 浙派朱彝尊论词

标举醇雅 , 认为“ 词莫善于姜夔”, 浙派其他词学家也

多崇姜夔、张炎 ; 常州派的传统则是尊周邦彦和吴文

英等, 如周济的“ 宋四家词说”(《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

论》) 认为作词当“ 问途碧山 , 历梦窗、稼轩 , 以还清真

之浑化”[3](1643), 所列举的四大家中 , 有三位是格律派的

主将 , 且周邦彦为最高境界 , 其中辛弃疾虽是豪放派

词人, 周济在他列为作词必经之第三阶段并不是着眼

于他的“ 豪放”, 而是认为应学习他那些“ 敛雄心 , 抗高

调, 变温婉, 成悲凉”之作; 陈廷焯则基于他的“ 沉郁温

厚”说特别推举出王沂孙作为创作典范:“ 碧山词性情

和厚 , 学力精深。怨慕幽思 , 本诸忠厚而 运 以 顿 挫 之

姿, 沉郁之笔。论其词品, 已臻绝顶, 古今不可无一 , 不

能有二”(《 白雨斋词话》) [4](3808); 至晚清四大家则尤为推

崇吴文英, 梦窗词因此几为“ 词家之玉律金科”。

无论是北宋的大晟派词人群还是南宋的风雅派

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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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人群, 作为当时词坛的“ 基本群体”, 他们不仅以群体

成员之间密切交往、切磋的关系 , 在群体内部遵循着

共同的创作和理论规范, 还以群体影响的力量成为同

时代乃至后世的词学界的“ 参考群体”, 直至清代各词

学流派的兴起, 仍大多以格律派词人群体的共同规范

为准绳。而格律派词人又都属于“ 婉约”派的大范畴 ,

“ 婉约”之所以能奠定词坛主旋律的格局, 从词的起源

到衰落再到复兴的漫长过程中其地位从未从根本上

受到过动摇, 格律派词人群体的贡献是不容埋没的。

二、豪放派词人群的“ 集体失语”与格

律派词人的“ 群体传播”

相对于格律派词人来说, 豪放派词人的影响似乎

要逊色得多。这样说并不是拘泥于狭隘的“ 婉约”与

“ 豪放”的门户之见 , 而只是就客观情形论之 , 其理由

有三。

第一, 作为豪放派的首倡者苏轼虽是文坛盟主 ,

但在词学方面 , 他的号召力并没有明显体现 , 至少他

周围的门生好友大多数都不曾完全认同并追随他的

创作革新 , 更不曾从理论上为他呐喊助威 , 对苏轼的

推崇反而是后代词学家努力的结果。因此豪放词首次

登上词坛就高扬起一副“ 高处不胜寒”的姿态, 人们欣

赏其壮美, 崇拜其超逸, 却不得不敬而远之 , 故楼敬思

说苏轼是“ 灵气仙才”, 王鹏运认为“ 辛犹人境 , 苏其殆

仙乎”, 王灼不那么玄乎 , 却也说“ 东坡先生以文章余

事作诗 , 溢而作词曲 , 高处出神入天 , 平 处 尚 临 镜 笑

春 , 不顾侪辈”。苏轼是以仙才在作词 , 那么其余凡夫

俗辈又岂敢望其项背?因此尽管苏轼主观上确实希望

以自己文坛宗主的地位一洗北宋词坛的绮罗香泽 , 但

客观上他的努力在当时并未立竿见影。从传播的角度

而言, 正所谓“ 一花独放不是春, 万紫千红才是春”, 仅

凭个人的力量 , 而未形成群体影响 , 就难以达到撼动

整个词坛主旋律的目的。其后兴起的大晟词派反而以

他们独特的群体优势成为北宋后期词坛的主导力量,

并迅速掩盖了苏轼振臂一呼的“ 不和谐音”, 使词沿着

婉约的主旋律继续“ 演奏”下去。

第二 , 靖康之耻后 , 国仇家恨啃蚀着南渡词人的

心灵,“ 乱世出英雄”, 围绕着英雄词人辛弃疾 , 豪放派

词人一时间成了词坛主流 ; 更可贵的是 , 特殊的时代

造就了特殊的词人, 南渡前的一部分格律派词人在遭

遇了国难之后 , 风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, 转向辛弃疾

式的悲凉沉痛, 如叶梦得的“ 坐看骄兵南渡 , 沸浪骇奔

鲸。转盼东流水 , 一顾功成”(《 八声甘州》) ; 向子 的

“ 谁知沧海成陆 , 萍迹落南州。忍问神京何在?幸有芗

林秋露 , 芳气袭衣裘”(《 水调歌头》) ; 朱敦儒的“ 回首

妖氛未扫, 问人间、英雄何处?奇谋报国, 可怜无用 , 尘

昏白羽。铁锁横江, 锦帆冲浪, 孙郎良苦。但愁敲桂棹 ,

悲吟《 梁父》, 泪流如雨”(《 水龙吟》) ⋯⋯

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使得南渡词人将愤慨悲壮

之心、恢复神州之愿望淋漓尽致地倾泻在词中 , 这一

段时期再也没人有流连于“ 夜月一帘幽梦 , 春风十里

柔情”之中的闲情逸致 , 即使是有婉约之宗称号的李

清照 , 南渡之后也成了 英 , 以特有的凄婉笔调写出

“ 故乡何处事?忘了除非醉”的沉痛。

假如主战派的势力能够主宰朝廷的军事政治倾

向 , 那么我们可以假设 , 南渡后的豪放词人仍可以借

手中的词笔继续抒发他们冲锋陷阵的英雄气概, 但是

宋朝的“ 柔弱”终于使得主和派占了上风, 随着主战派

志士的一一失势, 爱国主义的热潮也在宋金和议后逐

渐偃旗息鼓。随着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 , 举朝上下又

开始了莺歌燕舞的文恬武嬉, 就连辛弃疾晚年也只能

无奈地在上饶带湖及铅山瓢泉等地闲居 , 只是不知道

“ 红巾翠袖”是否真能拭去英雄暮年的浊泪?

以爱国旗帜为号召的南渡豪放词人群是由特殊

的时势造就的 , 却并非词人自觉地以共同的创作规

范、准则聚集成一个“ 基本群体”。换句话说, 这些爱国

词人是以各自的经历、感受、才情不约而同地走向了

豪放词派的领地。这里的“ 不约而同”非常重要 , 因为

形成一个“ 基本群体”的必要条件就是需要“ 两个或两

个以上的人组成的长期、亲密、面对面联系的一种群

体”, 且这一群体内部的成员应该遵循某些共同的规

范。豪放派中 , 除了刘过和陈亮等人与辛弃疾保持着

“ 长期、亲密、面对面”的联系, 其词亦学稼轩之雄豪之

外, 其他南渡初期的爱国词人虽然互相之间也有些赠

答酬唱之作 , 但一则他们有的奔忙在抗战前线 , 吟讴

不过是余事中的余事 , 词作数量极少形成了不了气

候 , 且词人之间很难长期保持“ 面对面”的联系 , 更不

用说像格律派词人群体那样经常聚集在一起, 就共同

的创作风格、技巧进行深入的、纯文学的探讨和研究 ,

继而形成群体之间共同的作词、品词之规范。因此一

旦主战势力退潮, 南渡豪放派的声音随着爱国词人群

体的相继隐退、没世 , 后继乏人。一直到南宋末年 , 亡

国之恨再一次席卷而来, 豪放派词人才有了后续的力

量, 不过南宋末年的豪放派词人在词坛的影响相比南

渡豪放词人群体来说, 根本就不可相提并论。首先 , 南

宋末年词坛缺乏像辛弃疾这样既能挥马扬鞭战斗在

前线, 又能纵情豪歌一展英雄情怀的核心领袖人物 ,

群体成员无所依附; 其次, 词人数量更少 , 且在政治上

的身份地位远不如南渡豪放词人那么重要, 群体影响

的力量更加微弱, 唯一曾经有过起兵抗元斗争经历的

文天祥却并不是真正的词家 ; 再次 , 南渡经历的国耻

与南宋末年经历的国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, 如果说南

渡以后的词人仍然姓“ 宋”, 仍然怀有恢复中原的热

望, 那么南宋遗民词人则不知该身归何处了。

门困

谭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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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 豪放派词人群体真正的影响仅仅限于南宋

初年与末期两大特殊的历史时期, 既不像格律派词人

群体那样绵延不绝, 群体成员的阵容亦不如格律派词

人那样稳定和具有延续性。

第三, 豪放派词人群体的理论留下了一片空白。

试分析其原因大约有二: 其一是豪放派词人创作大多

是个性所纵, 并不斤斤计较于创作规范诸如严守音律

等的偏见 , 而词最根本的特性就是其音乐性 , 因此绕

开音律来构建词学理论体系是不可能完整的。其二 ,

豪放派词人群体内部缺乏就共同创作规范进行切磋

琢磨的习惯, 他们作词全凭个人才气、性情, 旁人若没

有类似的胸襟、才情则很难窥其门径, 更难得其真髓。

例如梁启超《 艺蘅馆词选》评辛弃疾《 贺新郎·赋琵琶》

一词时说:“ 琵琶故事, 网罗胪列, 乱杂无章 , 殆如一团

野草; 惟其大气足以包举之, 故不粗率, 非望人勿学步

也。”[5](197)王国维则曰:“ 东坡之词旷, 稼轩之词豪。无二

人之胸襟而学其词, 犹东施之效捧心也。”[6](11)

他们都意识到了苏、辛词之不可学 , 境界之不可

到。既然豪放词之佳作应是得之于无意 , 如禅宗般得

之于顿悟 , 其风格又“ 无首无尾 , 不主故常”, 如“ 春云

浮空”“ 随所变态”, 而且“ 满心而发”“ 肆口而成”, 并无

“ 被管弦、谐金石”的用意 , 如此之豪放不羁、不可捉

摸, 又是哪一种理论可以规范、约束得了的呢?因此即

使豪放派词人群体内部以“ 豪放”来作为共同的一面

旗帜, 他们的创作和传播活动因其“ 无意”和“ 不可学”

也很难作为“ 参考群体”为旁人提供可供参考的群体

规范和学习门径。

如果说终宋一代豪放派词人都未能借助群体讨

论和群体创作的影响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, 那么纵

观词史, 唯一以群体力量来为豪放派“ 平反”的应属清

初阳羡派词人群体。

以明遗民词人陈维崧为首的阳羡派词人亦正值

明王朝颠覆之时 , 中原江山被踏在“ 异族”的铁蹄下 ,

阳羡派词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与南宋豪放词人群体惊

人相似。作为以气节著称的遗民词人 , 陈维崧的词学

理论一反词学界长期以来独尊婉约词派的主流倾向 ,

特为标举苏、辛, 其《 词选序》云:

客或见今才士所作文间类徐、庾俪体 , 辄曰 :“ 此

齐梁小儿语耳。”掷不视。是说也, 予大怪之。又见世之

作诗者辄薄词不为 , 曰 :“ 为辄致损诗格。”或强之 , 头

目尽赤。是说也 , 则又大怪。夫客又何如?客亦未知开

府《 哀江南》一赋 , 仆射“ 在河北”诸书 , 奴仆庄、骚 , 出

入左、国 , 即前此史迁、班椽诸史书未见礼先一饭 ; 而

东坡、稼轩诸长调又 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

府也。[7](382)

陈氏的理论驳斥了时人鄙薄小词的观念 , 认为如

苏、辛的长调词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足可与经、史相媲

美。阳羡派另一重要词人徐喈凤大胆地提出“ 婉约固

是本色, 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”, 体现出不囿于门户偏

见的通达之论。

遗憾的是 , 阳羡派词人群体的影响并不大 , 延续

的时间也很短, 而且他们对待豪放派的通达态度也没

有推动他们进一步为豪放词派建立理论体系, 因此他

们的声音很快就湮没在浙派与常州派一浪高过一浪

的声势之中。

从豪放派的始祖苏轼开始, 一直到清代词学界 ,

豪放派虽然跨越了无数风风雨雨、坎坷不平 , 为自己

在词坛争得了一席之地 , 但和格律派丰富、成熟的理

论体系比起来 , 豪放派词人群体可谓“ 集体无声音”,

或曰“ 集体失语”, 他们唯一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就是自

苏轼以来认定的“ 诗词同源”理论基点。当然 , 由于豪

放派词人的豪放 , 他们连作词都只如“ 无意”, 当然更

不会“ 有意”去构筑相关的理论体系, 因为豪放词人自

己, 实在也不知道他们的理论何从谈起。

相对于豪放派词人群体在理论上的“ 集体无声

音”, 格律词派在理论上的建树除了构建完整的理论

体系 , 提出明确的美学范畴并进行相关阐释 , 更重要

的是 , 他们往往尤其看重学词门径的理论说明 , 因此

他们的理论体系融总结、论述、评点、教与学为一体。

与豪放派词人创作的“ 不可学”正好相反, 格律派为学

词者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循序渐进的学词途径 , 并且凭

借其完整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创作实践成为学词者

相对固定的“ 参考群体”。

从南宋开始 , 无论是杨缵的《 作词五要》, 还是张

炎的《 词源》, 抑或是沈义父的《 乐府指迷》, 他们都不

仅仅是站在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空谈理论境界, 而是

放下门槛, 对学词、作词的门径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, 从

入门、渐进, 最后到得词之精髓, 使得初学者也能沿着

他们指引的道路一步步往前走。例如张炎的《 词源》卷

下谈“ 制曲”:

作慢词 , 看是甚题目 , 先择曲名 , 然后命意。命意

既了, 思量头如何起, 尾如何结, 方始选韵, 而后述曲。

最是过片, 不要断了曲意, 须要承上接下。如姜白石词

云:“ 曲曲屏山, 夜凉独自甚情绪。”于过片则云:“ 西窗

又吹暗雨。”此则曲之意脉不断矣。词既成 , 试思前后

之意不相应 , 或有重叠句意 , 又恐字面粗 疏 , 即 为 修

改。改毕 , 净写一本 , 展之几案间 , 或贴之壁。少顷再

观 , 必有未稳处 , 又须修改。至来日再观 , 恐又有未尽

善者 , 如此改之又改 , 方成无瑕之玉。倘急于脱稿 , 倦

事修择 , 岂能无病 , 不惟不能全美 , 抑且未协音律。作

诗者且犹旬锻月炼, 况于词乎。[3](258)

再如谈词中“ 虚字”的用法:

词与诗不同, 词之句语, 有二字、三字、四字 , 至六

字、七、八字者 , 若堆叠实字 , 读且不通 , 况付之雪儿

乎。合用虚字呼唤 , 单字如“ 正”、“ 但”、“ 任”、“ 甚”之

类, 两字如“ 莫是”、“ 还又”、“ 那堪”之类, 三字如“ 更能

侵马 侵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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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”、“ 最无端”、“ 又却是”之类, 此等虚字, 却要用之得

所。若使尽用虚字 , 句语又俗 , 虽不质实 , 恐不无掩卷

之诮。[3](259)

显然, 张炎的《 词源》针对的接受者并不仅是填词

的行家 , 亦包括了入门的初学者 , 因此许 增《 榆 园 丛

书》评价它:“ 穷声律之 妙, 启来学之准范 , 为填词家

不可少之书”[3](272)。

其后沈义父的《 乐府指迷》除开章明义提出论作

词四法之外, 还分别论述作词的各个细节, 譬如:

△ 论起句 大抵起句便见所咏之意, 不可泛入闲

事, 方入主意。咏物尤不可泛。

△ 论过处 过处多是自叙, 若才高者方能发起别

意。然不可太野, 走了原意。

△ 论结句 结句需要放开, 含有余不尽之意, 以景

结尾最好。如清真之“ 断肠院落 , 一帘风絮”, 又“ 掩重

关 , 遍城钟鼓”之类是也。或以情结尾亦好。往往轻而

露, 如清真之“ 天便教人, 霎时厮见何妨”, 又云:“ 梦魂

凝想鸳侣”之类, 便无意思, 亦是词家病, 却不可学也。

△ 论咏物用事 如咏物 , 须时时提调 , 觉不可晓 ,

须用一两件事印证方可。如清真咏梨花水龙吟 , 第三

第四句, 引用“ 樊川”、“ 灵关”事。又“ 深闭门”及“ 一枝带

雨”事。觉后段太宽, 又用“ 玉容”事, 方表得梨花。若全

篇只说花之白, 则是凡白花皆可用, 如何见的是梨花。

△ 论造句 遇两句可作对, 便须对。短句须剪裁齐

整。遇长句须放婉曲, 不可生硬。[3](279- 280)

沈义父自己承认“ 子侄辈往往求其法于余 , 姑以

得之所闻 , 条列下方”[3](277), 目的之一就是给后辈学词

提供详细的参考和借鉴。

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了清代词学界, 如周济由吴

希周的“ 宋四家词说”仍是意图为作词者提供可资参

循的路径。

因此 , 豪放派在词史上的一度雄起 , 并不是一种

必然现象, 而是个人魅力或个人魅力 + 特殊时势背景

造就的 , 其作为基本群体的影响力固可以逞一时之

雄, 但其理论方面的“ 集体失语”导致的理论体系缺失

使这一基本群体不能作为其他人的“ 参考群体”, 而使

基本群体的影响力受到局限。因此豪放派对词坛婉约

主旋律发起的屡次冲击都缺乏可延续性, 也就是说 ,

当一个豪放词人群体的影响削弱之后, 其后继者不能

沿袭其理论而将豪放派的衣钵香火不断地传承下去 ,

其群体的东山再起必得等到另一位具备卓绝的个人

魅力的词人出现或是等到特殊的时势背景的出现。而

在纯粹以个人性情、才情领导群体的状况下 , 一旦领

导个体消失 , 其群体也会因失去脊梁骨而溃散。可以

说 , 豪放派的出现和东山再起都是偶然条件下的产

物 , 相反 , 格律派词人群体不仅在其基本群体内部通

过群体讨论、群体认同等形式创立了共同遵循的规

范 , 并且还为这些规范构筑了完整的、循序渐进的理

论体系, 为基本群体外的人也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理论

标准 , 成为主要的“ 参考群体”。因此格律派的理论和

创作风格不仅能够共时性地广泛影响当下词坛, 还可

以历时性地绵延不绝 , 代代相传 , 而经由他们最终奠

定的婉约主旋律地位亦绵延不绝, 牢不可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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